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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家族时代” 浙江祠堂建筑文化场域内涵刍议
陈凌广

摘　 要： 以 “文献、 现象、 艺术” 三者并重的学术研究思路， 重点结合田野调查的方法， 通过现存实

物案例联系文献研究， 从历史学和传播学的视角， 分析 “南孔儒学” 的兴盛， 研究祠堂文化的思想传播渠

道； 从区域内商帮文化的传播途径探究祠堂发展演变的脉络基础； 以 “后家族时代” 的现实背景， 揭示浙

江祠堂建筑文化场域的内涵特点， 反思浙江祠堂建筑文化在艺术社会学观念下的 “场域” 概念， 综合分析

浙江祠堂发展状况、 营造机制和装饰工艺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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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述

数千年来， 中国在农耕文明和儒、 道、 释思想的综合文化影响下，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成为

修德成才的共识， 家作为社会单元承载重要的道德与社会意义， 家是小国， 国是大家， 家族的传统成

为维系家与国之间的重要媒介。 传统文化准确来说是一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家族文化， 因此，
族根崇拜就成为上至帝王、 公侯， 下至黎明百姓的公共意识， 他们祭天， 同时也祭祖。 皇家用于祭祖

的建筑称太庙， 民间用于祭祖的建筑称祠堂， 为此， 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宗法制度。 散落于浙江大地

上的万余座祠堂建筑即是中国历史上宗法制遗留的文化实物， 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独特而具有深远影响

的社会文化形态。 宗祠作为家族的象征物是祭祀神仙、 祖先或先贤的庙堂， 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权力

中心， 其民间最为广泛的存在类型主要有神祠、 宗祠、 先贤祠三种。 蔡丰明先生在 《中国祠堂》 中这

样写道： “风格古雅、 气势宏大、 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祠堂建筑是中华民族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伟大创

造，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一种重要表征。 在独特的祠堂建筑文化形式上， 集中地体现了中国

古代的宗教观念、 宗族制度、 伦理道德， 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审美趣味方面的许多特点和个性。” ［１］

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认为， 宗祠是宗族中宗教的、 社会的、 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 也是整族整乡

的 “集合表象”。 坚守宗族文化与对宗族祠堂的膜拜， 似乎成了每个人的集体无意识， 可以这样说， 在

“五四运动” 之前，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宗族文化与祠堂文化的缩影与

投射。
宗族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 为凝聚、 增强这种组织的关系， 往往采取制定严格礼教的方式，

其影响力最大的当数宋时的 “程朱理学”。 朱熹的 《朱子家礼》①卷一就是 “祠堂” 篇， 其中这样说道：
“君子将营宫室， 先立两堂于正寝之东……设置四龛以奉 （高、 曾、 祖、 考） 四世神主。” 《礼记·曲

礼》 载： “君子将营宫宝， 家庙为先， 厩库为次， 居室为后。” 即建造宫室， 首先考虑的是家庙、 宗祠，
位置应在住宅的东面， 其次是牲口棚及库房， 最后才是住宅。 这清楚地表明宗祠、 家庙在我国古代社

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史载， 宗祠的雏形———祖庙在隋唐已出现， 但有资格建造的极少， 仅限于公侯之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规划课题 “ ‘后家族时代’ 浙江祠堂建筑文化艺术当代价值研究” （１４ＮＤＪＣ１１２ＹＢ） 的研

究成果。
① 《朱子家礼》 （下文简称 《家礼》 ） 是中国近世一部重要的儒家礼书。 它的流传与实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型塑着中国近世儒

士的行为性格， 而且非常明显地影响着中国近世社会的家庭结构与风俗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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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封地者， 在宋代， 一般官宦人家建造的宗祠才出现， 其布局、 规模、 规格都受到严格限制， 一般以

小型单体建筑为主， 普通百姓人家是不允许建造的。 事实上， 明代早期已存在祠堂， 只不过并不公开

称呼。 据邵建东先生在 《浙中地区传统宗祠研究》 一书中写道， “据 《洋川贾氏宗谱》 记载， 浙中地区

的宗祠建筑最早出现在唐朝贞观年间。 公元 ６４６ 年， 洋川贾氏第九世谅， 字邦信， 贞观进士， 官御史，
回义乌佛堂镇梅林村探亲祭祖时， 建贾大宗祠于双林寺大殿右角……为家庭准备了一个合族祭祀的场

所， 借助双林寺的名声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 严格而论， 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祠， 主要还是一个

祭祀的场所， 而且没有独立的建筑。” ［２］ 又如位于兰溪黄店镇的世德堂， 其族谱记载初建于宋， 现存建

筑也确有宋的遗风， 现为一唐姓的祠堂， 一直作为族内的公共厅堂和祭祀在宋朝时为国捐躯的将士之

用， 直到明后期才正式称祠堂。
浙江境内大规模建祠应该在明代中叶， 嘉靖皇帝放开限制， 建祠之风才席卷全国。 明代统治者为

加强统治， 明初的 《大明集礼》 等规定了祠堂的地位， 通过有组织、 固定的祭祖活动， 使人产生归属

感和责任心。 从国家层面用制度化来保障宗族祠堂的活动， 凸显祠堂的作用和意义， 这也是明中后期

统治者大力提倡建造祠堂的原因。 当时， 民间假籍各式借口， 统筹资金， 大兴土木， 建造祠堂， 祭祀

祖先， 几乎达到几村或一村同姓就兴建祠堂。 此时的官府对于建造宗祠不再严禁， 也不再规定几世须

迁， 随即出现同姓的 “总祠” 或 “大宗祠” 可以长期存在。 笔者在查阅浦江县华墙村潘氏大宗祠 （建
于乾隆年间） 《华墙潘氏建造大宗祠记》① 时就有这样的记载： “今夫家庙之设， 幽以妥先灵， 明以联

支派， 至钜殿也。 故春秋修祖庙， 古圣王恒， 殷殷念之良以庙貌新， 诚仁人孝子所当自尽耳……” 从

记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建祠堂不仅是光宗耀祖， 也是民间孝道使然。 在大多数情况下， 历经数代后，
一些同姓宗族中较有权势的支脉为祭祀本派祖先也开始建造同宗祠堂， 遂出现了各式 “支祠” 或 “分
祠”； 也有些大户在自家宅院中列祭二、 三代的家庙， 通常经过几代后， 又从原来的家宅中逐渐独立出

来， 或经过扩建独立成为小祠堂， 形成了俗称为 “香火厅” 的建筑， 类似的情况， 如丽水市缙云县河

源村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曾有 １７ 座祠堂之多。 更如以丞相祠堂为总祠， 最初分建三支祠， 后又建了众多

祭祖堂及更小的私厅， 兰溪诸葛村宗谱有明确记述的各类祠堂多达 ４５ 处。 宗族祠堂俨然成为了家族兴

衰的特有表象， 如今的祠堂却经历了 “黄鹤一去不复返” 的尴尬境遇， 随着祠堂祭祀功能的缺失， 很

多祠堂因为年久失修或倒塌、 或空置， 其命运堪忧！
张邦卫教授从传播学视角这样分析： “祠堂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产物， 是宗法、 礼仪、 教育、 娱

乐、 习俗等家族文化与乡土文化的载体， 是中国家族文化的 ‘博物馆’，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乡土文化

的 ‘历史镜’ ……在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 在工业化、 城镇化、 经济化的

强力推进下， 加之诸如计划生育的实施、 人口流动与迁移、 城市化的扩张以及现代人个体意识的过度

彰显与家族意识的淡薄等原因， 家族故事似乎已成了如烟的往事， 宗族观念也似乎成了一种可有可无

的说辞， 在许多年轻人的心目中， 特别是当下的 ７０ 后、 ８０ 后、 ９０ 后的心目中， 家族祠堂无异于历史尘

埃中的废墟。 这样， 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实至名归的 ‘后家族时代’。” ［３］ 另据浙江省 ２００７ 年的全省第

三次文物普查资料显示， 在独具份量的乡土建筑中， 祠堂作为建筑类不可移动文物共有八千多处， 其

中文物价值较高的有一千多处， 在规模、 布局、 形制、 构架、 装饰等几方面具有当地代表性的有五百

多处。 基于新的文化视角， 如何以正确的态度对待 “浙江祠堂建筑文化场域” 这一潜力巨大的物质文

化遗产， 将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二、 浙江祠堂建筑文化场域的历史变迁

据史料记载， 宋靖康二年 （公元 １１２７ 年）， 北宋亡， 赵构在应天府 （河南商丘） 继位， 改号建炎。
建炎二年 （１１２８ 年）， 宋高宗移跸扬州， 诏东京所属官吏， 举行统位之后的首届冬祀大典。 衍圣公孔端

９２１

① 载浦江县华墙潘氏宗谱 （２００４ 年重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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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与中奉大夫孔传承旨陪祀。 郊祀不久， 金军大举南犯， 锋芒直指徐州、 扬州。 孔端友令弟孔端操留

守厥里， 权代衍圣公事， 自己背负孔子及丌官夫人楷木像 （孔子弟子子路刻， 原刻现存山东曲阜孔

庙）， 与从父孔传等率族人随跸南渡， 历尽艰辛。 绍兴元年 （１１３１ 年）， 高宗权都临安。 翌年， 孔传率

族诣厥， 叙孔氏家门后典。 那时， 有两队金兵南下追击宋高宗， 而衢州正处于两路金兵的夹缝之中，
相对较为安全。 时衢州为临安辅郡， 四省通衢而又未遭兵燹， 宋高宗遂赐南迁孔裔于此， “诏权 （衢

州） 州学为家庙”。
笔者在 《浙西祠堂》 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随着圣裔南迁， 衢州成为南方新的儒学圣地。 经数

百年， 孔家兴办书院在江南诸省传播儒学； “衍圣公” 孔洙让爵后南宗开始走向社会， 让爵后的衰落无

意中创造了一个平等的学术氛围， 孔家南迁使儒学大转身， 成为 “由经世而为致用”， 使 “南孔儒学”
得以萌发、 生成； “南孔儒学” 被广泛应用于商业经营， 北方孔子儒学中 “见利思义” 被南孔儒学发展

为 “义利并重”； “义中取利” 不仅是商人对顾客的承诺， 也是商人与商人之间交往的守则。［４］ 明清以

降， “程朱理学” 思想长期主导社会意识形态， 儒学思想的重农轻商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商业的发展。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的古训使商人们希望在获得金钱时得到社会的道德认可， 或者说是由社会认可的

商业道德良性循环来维系物质上的长期利益。 “行者以商， 处者以学” 的儒商随之出现。 由此， 大量读

书人进入商界， 他们与传统商业结合， 成为商界精英， 提升了商界形象， 直接促进了商帮的形成。 中

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 浙江就有龙游商帮①和宁波商帮②等， 形成了国内具有深远影响的商业集团， 其

中龙游商帮的地点就是如今的衢州地区。 古老的三衢大地成为历史上的富庶之地， 商贾云集， 作为公

共建筑的宗族祠堂， 成为那些官、 商、 儒不惜巨资建设的载体， 他们竭其所能， 在故里大兴土木以显

赫门庭， 光宗耀祖， 于是一幢幢藻饰豪华， 气势恢弘的建筑物纷纷落成。 由于家族习惯世代聚居， 血

缘联系紧密， 因此才有龙游横山张氏九世同居不分家的奇事。 十大商帮中， 宁波帮是在清代迅速成长

起来的商业集团， 由于商业集团所带动的祠堂建筑文化的繁荣为浙江宗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

济基础。
浙江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丛书 《宗祠》 主编、 浙江省文物局研究员冯宝英先生在前言中

写道： “宗族文化的发展即或到了 ２１ 世纪也没停止过， 浙江各地尤其是浙南在富裕之后就兴建了大量

新的宗祠， 由于历史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期间， 宗祠的建造处于一个停顿至破坏倒退的

状态”。［５］是什么原因导致浙江祠堂建筑文化的衰落？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试着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来分

析其中缘由。 显然， 轰轰烈烈的 “五四运动” 以后， 新文化思想的传播， 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农民运动

以及 “民主”、 “平等” 等现代观念和思想浪潮无情地冲击着传统宗法观念， 动摇了中国传统宗法制度

赖以生存的基础， 传统宗族逐渐向近现代家族转型； 宗族作为革命的对立面遭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
宗祠被遗弃甚至祭祀活动也被取缔， 导致宗祠建筑及其文化体系无以维系， 宗族原有秩序被大大削弱

了。 解放后的近三十年， 中国社会运动极为频繁， “土改”、 “农业合作化”、 “人民公社”、 “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 等对乡村生活的影响是及其深刻的， 尤其是文革期间的 “破四旧”， 很多祠堂被没收，
一部分祠堂分割给无房户居住； 一部分祠堂作为生产队的队部、 仓库、 粮库等生产用房； 一部分祠堂

稍作改造作为人民公社社员的会堂或学校。 笔者就是在村里的陈氏宗祠读的小学； 笔者去缙云县河源

镇河源村调研时发现， 朱氏宗祠上世纪 ９０ 年代还依然是河源小学的旧址， 本世纪初， 河源小学才从祠

０３１

①

②

龙游商帮是衢州府包括江山、 常山、 开化县的商人集团， 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 经商手段最为高明， 故冠以龙游

商帮。 它萌发于南宋， 兴盛于明代中叶， 是最早形成的商帮之一， 以经营珠宝业、 贩书业、 纸张业著名。 明万历年间 （１５７３—
１６０２）， 它与徽商、 晋商以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中角逐， 称雄一时， 故有 “遍地龙游” 之谚。

宁波商帮是我国近代最大的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 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 是一个盛行于

国内和海外的商帮。 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 但大规模经商， 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 鸦片战争后， 尤其是民国时期， 宁

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 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 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

著名商帮之列。 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 药材业、 成衣业、 海味业以及保险业， 也是名闻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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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迁出； 兰溪诸葛镇硕范村的胡氏宗祠就曾于 １９５８ 年分给部分农民居住； 江山廿八都文昌阁一直到上

世纪 ９０ 年代还是作为粮库； 金华市长山乡长山四村的胡氏宗祠曾于 １９６９ 年拆建为长山大礼堂， 如此种

种现象在浙江省各地都屡有发生。 文革期间， 祠堂建筑以及其中的宗谱、 牌位、 匾额、 对联等被作为

糟粕强行销毁， 该烧的烧掉、 该砸的砸掉， 牛腿、 额枋、 梁架等涉及人物雕刻、 壁画， 被刀削掉 （导

致现在很多祠堂人物雕刻面部都是被削掉的）， 有的用油漆、 石灰黄泥刷掉， 当时宗族内少数有识之士

则冒险采用机敏的做法给予保护， 如用草木灰浆把木雕、 石雕等涂盖起来， 贴上毛主席语录。 诸如国

家文保单位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北二村蓝氏宗祠就是被这样完整地保护下来的。
改革开放 ２０ 年， 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口的流动导致农村青壮劳力流转到城市发展， 农村对古

建筑保护意识比较淡薄， 宗祠建筑荒废或拆毁现象较为严重。 近十年来， 在新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
宗族活动在逐渐恢复， 主要表现在修坆祭祖、 续编族谱、 修缮祠堂等， 也有一些存在不平衡的现状，
一些村庄村民宗族意识不强或经济落后， 使有些已经破烂、 倒毁的祠堂得不到修缮， 就自生自灭。 另

一类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 则发动族员集资共建修复或重建祠堂， 这种现象在浙江是比较普遍的， 有

些文物价值比较高的宗祠还得到了国家、 省、 市、 县各级文物保护部门的资助加以修缮保护。 如衢州

市航埠镇北二村的兰氏宗祠， 因其独特的造型元素和清代乾隆年间梁架木构而得到国家文物部门的关

注， 就从市级文保单位连升两级成为国家文保单位。 不过， 随着旧有经济制度的消亡， 现存的宗祠已

经没有了昔日的辉煌，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祠堂一部分成为了村落的公共空间， 一部分兼具老年文化活动中心、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及旅游景点，
赋予了现代精神文化传播基地的新功能。 张邦卫教授在 《 “后家族时代” 与浙江祠堂文化的传播策略》
一文中这样写道： “从整体上说， 浙江祠堂文化是一个集合性的广义能指， 它既指物质形态的祠堂， 也

包括非物质形态的家族文化、 礼乐文化、 乡土文化等。 浙江祠堂文化的传播现状， 从总体上说， 在经

历了早期的修复、 重建、 保护与浅开发之后， 已初步进入了依附于文化旅游、 乡村旅游与农家乐的前

产业化阶段……” ［３］

三、 浙江祠堂建筑文化的区域性布局特色

虽然浙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文化环境、 地形地貌、 建造原因、 整体布局、 祭祀功能以及管理

等方面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然而， 由于地处苏沪闽赣皖五省交界处， 省际交流的相互借鉴也非常明

显， 对浙江各地的宗祠建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使该省不同地区的传统宗祠又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
（１） 合族祠。 江山市廿八都文昌阁因该镇有百家姓， 故以文昌阁作为古镇公共祠堂， 其余诸姓皆未建

祠堂。 （２） 多个姓氏宗祠在同一个村落并存。 江南地区大部分聚族而居的村落都是单姓的， 具有明显

的排他性。 而浙江在金衢地区就有三十多个村落存在多个姓氏宗祠并存的现象， 如开化县马金镇霞山

村， 就有郑氏宗祠和汪氏宗祠同立于一村之中。 （３） 有的祠堂规模宏大、 建筑技艺精湛。 浙江宁波鄞

州区下应街道潘火桥村蔡氏宗祠占地近两千平方米， 这在江南地区也是极具代表性的。 （４） 局地设女

祠。 宁波潘火桥村蔡氏宗祠同设男祠、 女祠。 据蔡氏族谱记载： 蔡氏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十六年

（１５８８）， 距今已有四百多年， 至清乾隆年间尚占地 ３５ 亩。 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１） 重修时建了女祠堂，
男女祠堂按传统的男左女右设置， 此格局一直保留至今。 （５） 用材的多样性。 浙西地区的祠堂多砖木

结构， 多见马头墙， 受徽派影响， 崇尚砖雕、 木雕和石雕， 尤以砖雕、 木雕见长； 浙中地区石木结构

用的比较多， 以木雕更胜； 浙南山区以木结构常用， 部分用夯土筑墙， 受闽南风格影响而注重屋顶外

观装饰， 悬山顶带钩头滴水较多。 （６） 祠堂大门设计的特点。 在浙北、 浙西、 浙中， 门楼与戏台建筑

大多融为一体建造， 在形制上大体形成了重檐歇山顶结构、 牌楼式结构、 单檐硬山顶结构、 平檐廊道

穿斗结构， 大门大多有石鼓一对， 所以有 “门当户对” 这一说： 石鼓大小反映出家族的经济实力和社

会政治地位。 浙东、 浙南的祠堂大门则相对简朴， 以独立院门式建造， 体量略小。 除浙西、 浙中外，
浙江其余地区的门厅大多只作为大门使用， 进深较浅， 与正厅之间的间距较大， 显得内天井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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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集合时多聚集于天井。 而浙西、 浙中门厅更像前厅， 进深较大， 一般与正厅不相上下， 尤其是只

有前后两进时更加如此， 通常前后进檐口只隔二三米， 故又称 “对合” 式建筑， 所以聚会时人可站立

于门厅， 避免日晒雨淋。 前厅与正厅之间则以双层连廊相接， 一楼架空， 二楼与戏台保持同一水平面。
在前期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根据不同的地域环境， 笔者对浙江祠堂的现状与风格作如下分述：
一是杭嘉湖地区位据浙江北部平原地带， 现有经济较发达， 而保存下来的祠堂数量在该地区却极

不平衡， 除杭州的临安、 淳安、 建德等靠近浙西的地区尚保留有一些在清中期之前建筑的宗祠外， 其

余大部分建筑年代在清中晚期。 祠堂数量也是这三个县区较为集中， 遗存的质量也相对好些。 在结构

布局上， 平原地区宗祠天井等较宽， 建筑总体较简洁， 少量以缠枝花草线条雕刻为主， 几乎不设置戏

台， 只对室内内顶做轩棚装饰。 宗祠占地面积从山区向平原稍有加大， 淳安、 临安、 建德等以四、 五

百平方米、 面阔三开间居多， 平原地区则大多以六、 七百平方米， 面阔也以三开间居多。 建筑内部梁

架常施以较简洁的雕饰， 但前檐尤其是前天井立面的周围檐口却常雕刻精细的牛腿， 戏台内景顶部做

藻井或天花。 就风格而言， 西部山区受徽派建筑形制的影响， 其常表现出与金衢地区风格近似。 山区

宗祠建筑门厅后部一般有戏台， 戏台前方两侧设两层厢楼作为观演空间， 第一进天井较大， 后进天井

较小， 每进之间一般以三步台阶逐级抬升。 如淳安、 临安常用木制门楼做正立面装饰， 其最典型的是

从明次间檐柱升起的四柱三间歇山顶门楼， 体量较大， 形制亦大气， 如鲍家村鲍氏宗祠爱敬堂等。 建

德、 萧山等地明间大多设前廊， 但屋面不再升起设门楼， 改做八字墙门以砖雕装饰， 该地区祠堂门前

还有众多附设建筑， 如照壁， 用以调节风水、 避讳凶煞， 如湘湖景区下孙文化村孙氏宗祠等。 该地区

宗祠整体油饰较明快， 以黑柱暗红梁架为主基调， 檁橼等少有油饰。
二是金衢地区。 该区域由金衢盆地和丘陵、 山地构成， 现存的精美祠堂绝大多数处于交通相对闭

塞， 社会变革比较缓慢的山区。 此地区为浙江明清经济、 商贸最为稳定的区域之一， 反映到建筑上，
上百年的变化也不是很明显， 祠堂建筑也是屡坏屡修， 少有整体拆除重建者， 一个宗祠往往夹杂着多

时期的特征。 如衢州柯城区航埠镇北二蓝氏宗祠， 始建明代、 重修于清乾隆， 后世则不断有翻修， 每

次大修在宗谱上皆有记录， 并在翻修物上标上纪年。 据浙江省文物普查资料显示， 该地区统计年代在

清嘉庆之前的宗祠数量占了一半， 即或是后期建筑， 其多半始建年代亦是清早中期， 又因改革开放后，
山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这些建筑得以较多保存下来， 是为浙江省明代及清早中期建筑保存量及保存

现状最好的区域。 该区域宗祠外立面大多数以封闭式建造， 上设砖、 木雕门罩者较多。 一些大型宗祠

会设置门楼， 门楼分四类， 一类为木质门楼， 江山市、 常山县多为从明间前檐柱间升起的 ２ 柱 ３ 间歇山

式门楼。 如常山胡村胡氏宗祠等， 该建筑小巧高耸， 与淳安县境内祠堂类似但体量较小； 又如江山市

枫林镇南坞村杨氏宗祠外祠门楼设计豪华气派， 为 ４ 柱 ３ 层重檐出挑上翘， 各层檐角设斗拱一攒， 其挑

梁、 额枋雕仙鹤、 梅花鹿等图案， 牛腿雕人物、 雀替雕花草， 工艺十分精致， 门上坊原有 “大宗祠” ３
字。 原门为 ６ 扇， 大门左右设小厅， 各厅约二十五平方米， 纯木结构。 另一类为砖石制门楼， 在石库门

两侧的前檐墙体外侧用砖及特制砖构建隐砌出 ２ 柱 ３ 间 （或 ２ 柱 ５ 间） 的歇山式牌楼， 如兰溪市浩塘头

村瑞祯堂等， 其建筑单檐硬山顶、 平檐廊道穿斗式结构； 另有建于清末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万川村的

陈氏宗祠门楼也是砖石结构。 金衢地区祠堂大多不施油漆， 在明清两代的建筑构件上除雕刻的造型与

样式差异外， 在天井的制作上， 明代采用中间与四周水平处理， 以沟槽泄水； 清代则以中间下沉与四

周形成高度差的制作方式。 在柱础的设计上， 明代以连体覆盘础监制， 清代则以分体处之。 此外， 建

筑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梁架、 牛腿、 戏台、 槛窗、 门额、 寝堂等空间构建上， 形制优美、 线条流畅、
体量宏大、 雕刻细致精到， 其中 “冬瓜梁” 的弧形梁头及 “猫儿梁” 的做法极具特色， 金华境内在明

间布局上还采用 “回” 字形结构， 如兰溪市诸葛村丞相祠堂最具代表性。
三是宁绍舟地区。 该地区在浙江的中部偏东北， 可分内陆山区、 盆地及沿海平原、 岛屿。 从年代特

征上看， 沿东海的平原与岛屿的祠堂则集中于晚清， 这可能与清初海禁有关， 清初政府为收复台湾实

行海禁， 此举几乎造成浙江距海 ３０ 公里以内的乡土建筑都被毁灭。 其他地区建祠年代上至明代， 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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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各个时期的都有， 以清中晚期居多。 宗祠从形制、 规模、 雕饰、 构件、 工艺、 材料等方面以诸暨、
嵊州最具代表性， 其中以七、 八百平方米居多， 面阔 ５ 开间， ３ 进深为主； 天井庭院开阔， 是全省宗祠

占地建筑面积最大的区域。 如诸暨市暨阳街道赵家村赵氏宗祠， 占地 ９９８ 平方米， 包含门厅、 戏台、 正

厅、 过厅、 厢房、 后寝等 ８ 个单体建筑， 布局严谨， 保存完整， 建造考究， 是研究我国江南地区晚清祠

堂建筑的实物案例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该区域较重视公共聚会的功能， 如第一进门厅后部设有戏台，
戏台两侧设两层厢楼， 故第一进空间一般较大， 沿天井立面的周圈檐口牛腿雕刻精细， 以戏剧人物或

花草内容居多， 体量适中， 宗祠出入口较多， 如门厅通长门廊常设多处入口， 或山墙上设多处石库门，
还会设置多处侧门， 通长外廊会设置可观性较强的轩顶装饰， 石库门常会设置雕饰精细的门罩。 戏台

是这个区域的亮点， 其局部运用的雕刻图案常常非常丰富， 兼具故事性与戏剧性， 内顶装饰有藻井或

穹顶， 俗称 “鸡笼顶”、 “二连顶” 等， 整个建筑精华皆集于此， 这种现象大多以宁海为代表， 如宁海

梅林街道五松坑村朱氏宗祠戏台， 歇山顶， 戏台藻井为圆形， 以斗拱叠涩盘筑， 乾坤镜为三角彩绘，
戏台悬挂匾额， 上书 “半入云”， 不但雕刻、 彩绘极为精彩， 而且外立面装修极为精致， 富有立体感，
具有极高艺术价值。 该区域已经有 １５ 个杰出的祠堂的戏台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是温台地区， 位于浙江东南部， 一半山区、 一半沿海。 祠堂以晚清时期为主， 该区域在清末民国

初期， 百姓移民南洋或背井离乡大量迁徙， 在 ２０ 世纪八、 九十年代以后， 先富起来的游子回籍寻根，
归宗的人员较多， 他们既推动了当地新宗祠的重建， 又使老宗祠因拆毁重建破坏最为严重， 往往一个

村有造得富丽堂皇的新式祠堂的同时， 就意味着老祠堂可能已被拆除。 因此， 老宗祠都集中在较安定

的永嘉、 泰顺、 瓯海山区， 由于该地区靠近福建， 受闽南文化的影响较明显， 在祠堂外观上主要体现

在屋脊的翘檐和陶瓷彩绘上， 并且翘檐喜用腾龙造型， 有夸张而繁复的视觉效果。 如建于 １９５０ 年的温

州瓯海区南白象街道霞坊村叶氏宗祠， 是近现代宗祠建筑的代表性作品。 该区域宗祠以四五百平方米

为主， 平面 ５ 开间布局， 前后 ２ 进较常见， 前导空间较开敞， 或设门台围墙或门厅设前廊， 或内院设亭

台池澡， 大部分不施油漆或以本色漆刷涂。 温州宗祠设戏台并不普遍， 如若设置戏台， 则以单体建筑

设置， 内顶做工则极为考究， 雕梁画栋， 极其能事。 如永嘉县五尺乡岭根村郑氏宗祠， 始建于明代，
占地 １００１ ６４ 平方米， 建筑坐西北朝东南， 明间紧接戏台， 小青瓦、 歇山顶， ４ 大柱、 ４ 大梁， 檐柱置

圆坐斗， 外出 ３ 支撑拱 ３ 朵双下昂， 每大梁上置两组平身科， 外承双下昂， 内出 ４ 踩承天花藻井， 藻井

内巧施花鸟彩绘， 正脊两端置花樽泥塑， 屋面弧线。 因其用材粗壮、 做工考究、 年代久远， 故该祠堂

对研究楠溪江地区祠堂建筑文化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价值。 总体来看， 温州、 台州地区祠堂建筑

大多比较稳重、 务实， 除屋面使用落翼式以丰富立面外， 梁架加工、 装饰较简单， 用材也不甚讲究；
祭厅与后寝合二为一， 彩绘纹饰较少见， 但会用斗拱盘筑藻井或棋盘格天花吊顶增加装饰性。 温州永

嘉县是该地区乡土建筑最纯正、 数量最多的县， 虽个体优美度与金衢地区无法比拟， 但在沿楠溪江流

域的乡镇， 甚至在同一乡镇内很多就能够找齐始建于清代各个时期、 纪年很确切、 保存很纯正的代表

性宗祠建筑， 具有很强的建筑文化的学术研究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 具有闽南地域特色的泰顺祠堂建

筑， 天然夯土与石材、 木材构建充分反映了因地制宜的特点。
另外， 台州地区的宗祠其第一进门厅较多为二层， 第二层多作为内设戏台的后台或放置祭品的场

所， 正厅用材粗大， 装饰也较精致， 戏台大多突出于门厅后檐作歇山顶， 装饰较简朴。
五是丽水地区。 该地区位于浙江西南， 是浙江省最大的地级市， 面积占了全省六分之一， 保存下来

的祠堂始建于清中晚期的居多。 其祠堂建筑占地面积以五六百平方米为主， ３ 开间、 前后 ２ 进的四合院

或前带小门台的合院式建筑居多， 寝堂与正厅合二为一， 外立面较简洁， 但也有使用较优美的单开间

木制门楼。 如丽水庆元县江根乡杉坑周氏宗祠， 清代建筑， 占地 ２７２ 平方米， 沿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

门楼、 前天井、 门厅、 天井、 正厅， 天井左右为厢房。 门厅面阔 ５ 开间， 进深 １ 间带前廊， 夯土地面、
夯土墙， 明间搭戏台， ４ 金柱， 雕花方形； ８ 角藻井， 施彩绘； 屋面升起作悬山顶， 翼角起翘； 次间较

窄作通道， 厢房左右各一， 天井条石墁地。 正厅面阔 ５ 间， 进深 ２ 间带前廊， 夯土地面； 明间减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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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次间用通长额枋， 内额 ７ 架抬梁， 次间抬梁穿斗混合式， 面较窄， 明间、 次间做大厅； 扁作梁， 前金

柱 ８ 边型柱础， 明间后金柱间设神龛， 神龛雕花门扇， 本色沐漆； 厅内柱子悬挂楹联， 板壁施彩绘。 该

建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宗祠建筑的总体样式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丽水市景宁县大漈乡的梅

氏宗祠，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是古朴典雅的砖木结构建筑， 祠堂分为 ３ 进， 主要有客堂、 序伦堂、 祭坛

和报本堂， 沿中轴线次第高升， 序伦堂是宗族议事的大厅， 建筑设计时把均衡承重改为周边承重， 四

周密布 ３ 道檐柱， 由于采用减柱跨梁设计， 中间的柱子间距显得特别开阔。 正厅硕大的额枋长达 １２ 米，
其寝堂额枋更长达 １３ 米， 这种跨梁设计在其它地区极为少见， 因而独具特色。 据笔者调查， 从丽水西

北至东南一线 ４ 县大多不设戏台， 其余各县皆有戏台， 大多装饰简朴， 少有藻井设计。

四、 浙江祠堂建筑文化的场域选址与结构特色

明清以来， 家族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 深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 浙江境内大部分古村落形成了

以耕读文化为特征的农耕生活及生产方式。 浙江商帮带来了商业文化的影响和经济驱动， 儒商文化促

进了浙江商业的文明， 同时也促成了祠堂建筑的繁盛。 当地百姓世世代代在期盼仕途， 经营家族。 “朝
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的儒家生活理想， 仍然成为农耕文明的缩影。 受道家栖隐山水的影响及民间

风水学选址的兴盛， 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形成了浙江无数个 “诗意的栖居” 的村

落。 随着浙江明清时期经济的繁荣， 文化的多元承载了传统书院、 宗教场所、 宗族祠堂、 风物民俗、
市井房舍等， 尤其是宗族祠堂更使官宦、 商贾和农民们有了自己的氏族精神的场域家园。

宗祠建筑的选址是宗族的大事，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提出了 “先建祠、 再立宅” 的理学观念， 故当

一个家族准备落地生根时， 必先规划出村落的基本布置， 显然祠堂就考虑在前了。 笔者在调研众多的

浙江祠堂建筑文化过程中发现， 宗祠大多选在村落的中心或次中心， 祠堂建造后， 绝大部分宗族住宅

常围绕其建造。 但也有一些处于特殊位置的宗祠， 建在离村庄有一定距离的旷野或山坳中， 如建德市

新叶村叶氏宗祠就是一例， 其总体格局建筑秩序就是新叶始祖叶坤之孙———三世祖东谷公叶克诚

（１２５０—１３２３ 年） 规划的。 当年他用毕生精力为整个宗族村落规划了基本位置和朝向， 玉华叶氏祖庙

———西山祠堂就修建在村外西山岗， 并修建了总祠——— “有序堂”。 今天新叶村的雏形就是后人以 “有
序堂” 为中心， 将众多房宅院落围聚周围的结果。 常山县招贤镇五里乡樊村樊氏宗祠位于村落的 “水

口” 位置。 这些建筑格局的形成都说明宗祠先立， 后建民居的布局特点。
又如位于温州市泰顺县凤垟三星村的周氏宗祠、 瑞安市平阳坑镇东源村王氏宗祠， 皆离村数百米，

据当地村民口述， 如此择址皆因风水考量， 或因家族特殊经历之故。 此外， 古人辟地建房往往有 “北

山面水” 的考虑， 在建筑前无遮挡风水且周围无建筑为最佳宅地， 由于在平原地带选择背山并非易事，
故面水就成为人们的重要考量因素， 所以祠堂门口往往设有池塘， 一方面是风水学的需要， 另一方面

则是为了消防之用。 也有些祠堂因族中某种避讳物的需要， 常会置一照壁于祠堂门前， 如三石赵家祠

堂、 东源王氏祠堂、 萧山区湘湖下孙李氏宗祠等。 由于香樟树常年常绿， 树冠宽大， 易发枝丫， 树龄

漫长， 在浙江祠堂周围， 种此树者众多。 因这些祠堂香樟一般不能砍伐， 也成为了宗祠初建的有力

佐证。
浙江宗祠建筑一般采用的是围合式， 大到两千多平方米的大型祠堂， 小到上百平方米的小型支祠，

都用墙体围合起来。 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莫枝村郑氏宗祠， 坐北朝南， 南北长 ５７ ５ 米， 东西宽

３５ ２５ 米， 依次分布着石栅栏、 正门、 门厅、 东西厢房和正厅， 其中门厅和正厅两侧又有偏房及跨院，
廊夏错落， 素有 “九进十明堂” 之称。 常见的平面布局由二进一院式、 三进二院式等， 又二进一院式

由门厅、 正厅 （祭厅）、 天井 （院落） 及附设厢房、 过廊组成， 如衢州市衢江区航埠镇北二村兰氏宗

祠。 三进二院式则增加专门放置神楼 （神位） 的后寝 （享堂） 及其前增一天井 （院落）， 且各进建筑

地面标高大多呈步步高升状， 即使原地基非坡地状也如此， 一般门厅与正厅地面标高不甚大， 但后寝

常置于高台上， 高差近 １ 米至 １ ５ 米左右， 如开化县马金镇霞山郑氏宗祠。 浙江祠堂的正厅通常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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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 一般面阔， ３—５ 开间， 少数多达 ７ 开间， 如开化大溪边乡大溪边村的大宗伯。 全国文保单位

泰顺县泗溪镇玉岩村鲍氏宗祠， 始建于明成化年间， 清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７） 重修， 占地 ２２００ 平方米，
宗祠分牌楼、 外台门、 头门、 前堂、 正厅等部分。 其中， 牌楼系 ３ 间木建筑， 通面阔 ７ ２４ 米， 进深 ２
间， 通进深 ２ ７ 米， 重檐悬山顶， 清水脊。 正厅面阔 ５ 开间， 进深 ４ 间， 两次间外金柱上架有一条长

８ ３０ 米、 厚约 ０ ５ 米的大额梁， 梁下雕有凤戏牡丹， 中刻八卦， 并沿边缘逆时针方向刻有 “道光二十

七年岁次丁未重修” １２ 字。 宗祠采用中轴线对称布局， 规模宏敞， 特点鲜明， 加之做工考究， 凸显宗

祠的地位。
另外， 位于丽水市缙云县新建镇镇西 １ ５ 公里的河阳村， 据村中史料记载， 公元 ９３２ 年， 河南信阳

人、 原吴越国钱武穆王掌书记朱清源携弟朱清渊为避 “五季之乱”， 卜居河阳， 繁衍生息， 成为义阳朱

氏聚居发源之地。 河阳民居至今仍有百幢古民居达一千五百余间， 数量之大， 全国罕见； 全村朱姓人

口占 ９５％。 朱氏历代祖先以重农经商、 耕读传家、 人才辈出、 富甲一方， 素传 “有女嫁河阳， 赛过做

娘娘” 之誉。 河阳在宋、 元两朝曾出 ８ 位进士、 ２４ 位诗人， 形成了名噪全国、 盛极一时的 “义阳诗

派”， 至今遗存的 “八士门” 相传就是为此而建。 河阳古村落现存古建筑占地 ０ ４ 平方公里， 为明清建

筑群， “一溪两坑、 一街五巷” 的村庄布局一直保留着元代设计格局， 村内沟渠、 池塘、 巷道分布层次

分明， 祠堂、 庙宇、 民居结构清晰。 河阳至今仍保存着规模宏大的十大宗族庄园式古民居建筑群， 在

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等宗法思想影响下， 因历史上曾有 “五世同堂” 的情形， 每栋建筑都建以 １８ 间

房， 形成了颇具特色的 “十八间” 建筑格局。 而最可喜的是河阳村现存大小祠堂 １５ 座， 不仅有宋代的

古刹 “福昌寺” 及南殿、 岩山、 碧山等古庙宇， 更有博纳苏州建筑工艺， 耗工 ３ 年， 工艺缜密的 “虚

竹公祠”， 据后人流传， 该祠光采石工就花了近八万个， 整座祠堂 “三雕艺术” 技艺超群， 建筑内外雕

梁画栋， 花卉、 人物、 鸟兽栩栩如生， 精美华丽， 堪称古祠堂建筑艺术的瑰宝。
浙江宗族祠堂在结构布局中， 大门前一般建有小型广场或中心池塘。 古代风水理论讲求青龙、 白

虎、 朱雀、 玄武以正四方、 调阴阳、 保安宁， 朱雀主南方， 南面有清澈的池塘为朱雀， 因此， 祠堂朝

南的门前设计池塘在风水中有着特殊的含义。 另外， 古人认为水乃聚财之物， 并含阴阳相生之理。 可

见， 浙江祠堂建筑在选址与构建中， 普遍重视风水观念， 反映了区域性建筑场域的巧思多变、 聪明才

智， 着力于从建筑规制、 乡风民俗、 宗族信仰、 环境景观等人文要素进行综合考量， 具有深厚的人文

价值。

五、 浙江祠堂建筑文化场域的装饰艺术特色

在建筑形制上， 宗祠有严格的等级规制， 但民间在建造中往往会想方设法逾制。 如宗祠石级一般 １
至 ３ 级， 但有些宗祠依山而建， 石阶达 ５ 级。 兰溪诸葛村丞相祠堂月台两侧各有 １５ 级台阶， 后寝中间

还有 １０ 级台阶， 后寝比正厅高出 ５ １ 米， 充分显示了建造者对空间布局庄严与肃穆的精神追求。
宗祠的门厅是展现宗族权势、 财力的重要门面， 故大多在门厅或正立面设计成前廊或门楼等， 祠堂

大门在遵循固有的形制外， 其形式呈现多样性。 浙江境内祠堂大门以石库门为主， 门上带少量砖线脚

或门罩等作为装饰。 如兰溪市游埠镇下俞村承启堂， 该建筑大门为石库门， 设 ２ 柱 ３ 楼牌坊式青石砖雕

门楼。 永康市西溪镇贾处村 ３ 间厅 （又称燕诒堂） 的贾氏祠堂， 建于明嘉靖年间， 是 ４ 柱 ５ 楼牌坊式青

石砖雕门楼， ３ 间厅保存完好， 用材粗大， 历史悠久， 保留了许多早期的做法， 具有较高的历史、 艺

术、 科学价值。 衢州地区的门楼则更为气派， 如位于衢州市航埠镇墩头村的翁氏大宗祠， 据文字记载

翁家大宗祠始建于明末， 清康熙四十年 （１７０１） 年建门楼， 咸丰元年重修， 明间门廊处屋面升起， 设

飞檐鸧脊作歇山式牌楼。 除石库门式外， 有些大门是半敞式的， 即门厅明间设屏门或板门出入， 次间

封闭， 如柯城北二蓝氏宗祠、 兰溪长乐吴氏宗祠、 武义郭洞何氏宗祠等。 浙江其余地区宗祠的门厅多

只作为大门使用， 进深较浅， 门厅与正厅之间的间距较大， 以天井相隔， 族人聚集时多集于此。 而浙

西地区祠堂门厅由于进深较大， 与正厅一般不相上下， 通常前后进檐口只隔二三米， 故又称 “对合”

５３１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３ 卷

式建筑。
在布局特征上， 浙江大部分宗祠的平面格局呈现 “回”、 “吉”、 “品”、 “凹”、 王、 工等字型特征，

如义乌市赤岸镇雅治街朱氏宗祠， 主屋 ２５ 间， 一个大天井和 ２ 个小天井就呈 “品” 字结构。 在建筑装

饰上， 由于古代彩画和雕刻的等级较为森严， 因此， 在浙江一般民居不设彩画， 只有祠堂建筑中有少

量彩饰。 如明代 《舆服志》 载： “家庙……梁栋斗拱檐桷彩绘饰， 门窗枋柱金漆饰。” 龙游县志棠镇三

槐堂， 该建筑位于横山镇儒大门村中心位置， 始建于明万历乙巳年 （１６０５ 年）， 宋代苏轼曾著有 《三

槐堂铭》， 王佑及其子孙， 以槐喻德。 该建筑坐北朝南， 共 ５ 进之多， 平面呈 “丁” 字形， 通进深 ５０
米； 前 ４ 进为 ３ 开间， 面阔 １４ ３ 米， 第 ５ 进为 ５ 开间， 面阔 ２９ ８２ 米， 总面积 ８４２ 平方米； 前 ４ 进为单

层平屋， 梁架为彻上露明造， 第 ５ 进为楼阁， 楼前设廊道， 有天花板， 上彩绘花卉、 鸟兽等图案， 设色

明丽、 古雅， 尤其是粉地重彩， 描摹得极为工细， 是为金衢地区祠堂壁画中的精品。 另外， 该祠堂第

一进为门厅， 左右设厢房； 第二进设戏台， 明间两缝七架前后双步， 后廊设卷棚， 次间山缝为穿斗式，
月梁用冬瓜梁， 由丁头拱和雀替支承， 单步梁做鹈雨状， 两端双线龙须纹； 第三进为厅， 明间两缝为

无架梁前后双步， 次间山缝穿斗式， 正厅悬挂着 “三槐堂” 金匾一块， 中轴线上设外门厅一座。 梭柱，
质形础， 下置覆盆， 硬山顶。

在时代特征上， 浙江各地的祠堂发展与演变的规律基本相似， 时代偏早的用材粗大， 构架显凝重，
雕饰简洁， 如建于明代衢江区砗塘的吴氏宗祠。 到清嘉道以后， 用材略小， 构架显单薄， 雕饰却华丽、
精工。 如诸暨市璜山镇齐村许氏宗祠， 坐北朝南， 前后 ２ 进， 由门厅、 次间和两厢组成。 门厅 ５ 开间，
明、 次间设前廊， 卷棚顶保存完好， 轩梁满雕， 檐柱置立雕牛腿， 刻有人物、 狮子， 图案十分精美；
次间设小八字形墙， 东侧八字墙面镶嵌石雕人物故事两方和木雕人物故事； 正厅 ５ 开间， 明次间为开敞

式， ４ 柱 ９ 檩， ５ 架梁带前后双步， 梢间设中柱， 穿斗结构； 正厅前双步廊月梁造型， 雕饰精美、 工艺

精湛。 到民国以后， 除宁波地区外， 用材则更小， 构架显简陋， 雕饰也回归简易， 这种情况大多是财

力不足所致， 与前期的简洁大多因审美及工艺追求有本质区别。 如建于民国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 的宁波

奉化市溪口镇三石村赵家祠堂， 该建筑坐东朝西， 四合院式， 中轴线上依次为照壁、 门厅、 戏台、 正

厅， 左右设厢房， 明、 次间前设双步廊， 次间两侧置扇面墙， 青石基座； 明间后檐连戏台， 戏台用 ４
柱， 单檐歇山顶、 施藻井； ２ 进正厅面阔 ５ 开间， 明间梁架 ５ 柱 １１ 檁， ５ 架抬梁带双步后一个双步一个

单步。 此为民国时当地较传统的祠堂建筑。
在雕刻艺术上， 浙江祠堂建筑装饰艺术主要体现在门楼、 戏台等核心区域的 “三雕” 艺术上； 一

般为梁架额枋、 廊道隔扇、 牛腿雀替、 挑檐斗拱、 石鼓结构的整体造型； 大致也少不了墙壁檐头壁画、
瓦当精工描绘， 以及匾额、 对联等几个要素。 就木雕而言， 从早期的简洁粗犷的纹样， 逐步演变到后

期细密华丽的结构雕饰和图案造型，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
建筑砖雕是中国古代南方民居装饰最为普遍的装饰材料， 玲珑剔透、 典雅秀丽的图案装饰与建筑

物浑然一体， 具有浓郁的东方美学色彩。 在浙江， 砖雕被广泛应用于民居、 祠堂、 寺庙、 会馆等建筑

中。 从古建筑物整体来看， 砖雕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 但就砖雕本身而言， 却是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

和美学价值的， 其精到而细致的技法， 多变而夸张的造型， 素雅而醒目的色彩， 体现出浙江特有的地

域风情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闪耀着浙江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 其中， 门楼砖雕的题材广泛、 造

型生动， 以人物为主的题材中包括神话传说、 民间故事、 戏曲图谱、 风情习俗等， 被工匠们视为精工

细作的重点工程， 装饰比重非常大。 如在翎毛花鸟、 动物为题材的砖雕里， 较多出现的是狮子图案，
狮子被表现为或威猛、 或可爱， 两种对立的感情巧妙地柔和在一起， 有狮子滚绣球， 大狮小狮翻腾对

舞、 立坐俯仰各种姿态， 表情则或萌、 或呆、 或怒、 或喜， 其人格化的倾向一览无余。 而传统 “博古

图”， 在砖雕图案中也占有一定比重， 那些以琴棋书画， 锺彝古玩为载体的雕刻图形被组织在迥文环

绕、 卷草花边的锦带中， 显得琳琅满目、 雅趣横生。
浙江集聚我国四大木雕流派之两派， 它们分别是东阳木雕和黄杨木雕， 因而作为村落公共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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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 木雕装饰自不在话下， 其中尤以牛腿圆雕最具代表性。 金华、 衢州两地受东阳木雕的影响最广，
不仅牛腿体量大， 工艺更为复杂， 以戏剧人物、 民俗人物和福、 禄、 寿等构成的牛腿比比皆是； 而以

“倒挂狮” 为代表的牛腿雕刻样式流传甚广、 堪称一绝， 它们成为戏台、 正厅等重要场所的镇宅之作。
因此， 无论从梁柱、 檩条到斗拱、 驼峰等大木作， 还是牛腿、 雀替、 门窗、 栏杆等小木作， 随处可见

构图缜密， 层次丰富， 繁而不乱， 富有立体感的精美华丽的雕刻， 更有甚者， 有时一片槛门上的条环

板就深雕六七层之多， 工艺精湛、 巧夺天工。

六、 “后家族时代” 浙江祠堂建筑文化场域反思

浙江历史底蕴深厚， 自古吴越繁荣， 乡绅富甲一方， 明清更是亦儒亦商、 商贾云集， 商业盛行， 所

形成的大家族门第繁多， 建的大宗祠则更多， 有的甚至还都是四川、 贵州、 江西、 湖南等省迁徙家族

的宗族源地 （如毛泽东的祖先就曾是江山毛氏的一支， 其在宋代迁往湖南）。 作为乡土的祠堂文化， 在

当今商业社会中既有它的文化劣势， 又有它的文化优势。 祠堂宗法制度中的忠孝节义、 睦邻和谐对于

置身都市中的危机群体是一种另类观照， 随着现代社会生长在钢筋水泥密林中的人们对乡野的渴望，
对野趣的追求， 对自然的回归， 对传统的复位， 挣扎于商品社会与消费社会的人们似乎越来越更期盼

回到乡野、 回到祖居， 似乎我们的社会发展已进入了新的 “后寻根时代”。 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

必须经历从 “他山之石” 到 “就地取材” 的转变。 立足浙江视野的区域性、 多元化祠堂建筑文化场域

的审美视角， 在如何以 “浙江祠堂建筑文化” 作为文化载体与文化实体，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

共构 “文化大省”， 将成为未来媒介传播所关注的时代课题。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 著名学者

林毓生先生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的概念， 即 “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

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 使经过创造性地转化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 同时在变迁

的过程中， 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 笔者将浙江祠堂建筑营建现象、 三雕工艺文化及其当代价值进行整

体性研究， 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其发展方式、 交流途径和价值取向等基本问题， 有助于从现象背后梳理

出古代区域交流史对于地区文化传承发展的脉络和视域融合的区域性特征， 从学理上分析其存在的意

义与价值。
文化是需要公信力的， 文化更需要积淀， 尤其是在浙江蓬勃发展的文化大省的建设中， 怎样才能合

理保护祖宗留下的这份祖业与打破祠堂在岁月的侵袭下面临着的虫蛀、 倒塌、 毁坏、 消亡的困局？ 笔

者认为， 梳理和挖掘其内在的、 有益的文化动力， 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提升其传播功能， 才是浙江祠

堂建筑文化生存、 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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